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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对话中父母教养行为与 5~6 岁儿童行为反

应的动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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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父母教养和儿童行为存在密不可分的双向作用，但少有研究在微观层面检验亲子互动进程中

的儿童驱动效应与父母驱动效应。本研究考察了 113 对 5~6 岁学龄前儿童及其家长在冲突对话中的

行为表现，基于贝叶斯统计构建动态结构方程模型，捕捉实时互动引发的父母教养行为和儿童行

为反应的变化，并通过回归分析考察父母和儿童行为对对话结局的影响。结果发现： (1)儿童在

15s 间隔内的消极行为反应能够正向预测随后 15s 父母的非支持性教养行为；(2)儿童的积极行为反

应对对话结局起主要预测作用，儿童行为反应的积极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冲突的建设性解决。这

些结果从微观层面验证了儿童驱动效应，强调了儿童反应在亲子互动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亲子对话, 儿童/父母驱动, 父母教养, 儿童行为, 动态结构方程模型 

 

1 引言 

亲子对话是亲子增强情感联系、解决生活问题和矛盾、促进家庭功能的重要方式(池丽萍, 俞国

良, 2010; Barnes & Olson, 1985)。亲子对话在儿童早期就广泛出现。到了 5~6 岁阶段，随着儿童认

知、语言和社会能力迅速发展，他们能够进行良好沟通和自我表达(Reese et al., 2007)，并且越来越

主动地参与到对话中(Kuebli et al., 1995; Nelson et al., 2014)。与此同时，父母的教养目标也从舒适

照料过渡到社会化培养(Hastings & Grusec, 1998)，亲子对话是父母教育和引导儿童的重要方式。在

亲子对话过程中，父母和儿童的行为可能会相互影响(Sameroff & Mackenzie, 2003)。比如，儿童对

父母的反抗可能会引发父母更高强度的控制，并导致亲子冲突的升级(Nelson et al., 2017; Patterson, 

1995)；父母对儿童消极情绪的耐心安抚则可能引导儿童共同提出解决方案(Nelson et al., 2014)。日

常的亲子互动是家庭教育的缩影，对儿童的行为发展和社会适应具有深远影响(Bronfenbrenner & 

Ceci, 1994; Sanders & Turner, 2018)。本研究聚焦儿童早期亲子对话的实时互动模式，探究亲子对话

中父母和儿童行为的动态作用关系，这一探究将有助于推动积极亲子关系的建立，并促进儿童的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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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亲子间双向社会化机制(bidirectional socialization mechanisms)理论在父母和儿童相互

作用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认可与验证。研究者关注到父母和儿童之间的双向作用，认为双方共同

影响着父母教养、儿童发展与亲子关系(Bell, 1968; Paschall & Mastergeorge, 2016; Sameroff, 1975; 

Sameroff & Mackenzie, 2003)。尽管如此，仍然存在儿童是父母行为被动接受者的隐含假设，多数

实证研究仅关注父母教养行为对儿童的影响，即父母效应(例如，郝叶芳 等, 2019; Barger et al., 

2019)。父母的支持性教养行为(例如，积极情感表露、问题解决)有助于学龄前儿童情绪管理和自

我调节能力的发展(Morris et al., 2007; Zeytinoglu et al., 2017; Zinsser et al., 2021)，而非支持性教养行

为(例如，惩罚、忽视)则往往导致儿童更多的问题行为和更高的焦虑风险(Heilmann et al., 2021； 

Lewis-Morrarty et al., 2012; Serbin et al., 2015)。从幼儿期到青春期，父母非支持性教养行为不仅与

同期儿童高外化和内化问题相关，还能够预测一段时间后儿童的问题行为水平(Berg-Nielsen et al., 

2002)。 

另一部分研究则强调儿童行为对父母的影响，即儿童效应(例如，张晓 等, 2013; Belsky et al., 

2000; Davidov et al., 2015; Yan et al., 2021)。一项元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父母教养行为的基线水平

后，儿童外化行为仍与父母随后展现的不当教养行为呈正相关(Yan et al., 2021)。此外，儿童的问题

行为会导致父母控制行为和情感拒绝的增加(Gershoff et al., 2012)，并减少了父母的温暖和敏感行为 

(Serbin et al., 2015)。然而，这些研究证据主要关注拥有内外化问题行为的高风险儿童样本，在普通

儿童或是低风险儿童样本中是否存在儿童效应还知之甚少。 

目前考察父母效应和儿童效应的研究多关注个体间水平的变化，而亲子双向互动的理论模型

则强调了实时进程中动态的、个体内水平的变化。在日常互动情境下，父母和儿童会带着各自稳

定的特性影响对方的行为，又会基于对方行为、言语做出反应。这一动态交易的过程推动了亲子

对的关系变化与个体水平的变化(Sameroff, 1975)，进而影响未来亲子互动模式形成与儿童社会化发

展 (Granic & Patterson, 2006; Groh et al., 2017)。如果我们在 t 时刻观察到儿童表现出消极行为反

应，这可能是其对 t–1 时刻行为的延续，也可能是对父母非支持性教养行为的回应。将行为的实时

波动(即个体内水平)分离出来，在控制父母和儿童稳定的特性后，探究前后时刻父母教养行为与儿

童行为反应之间的作用方向，这一举措可揭示互动进程究竟由父母驱动还是儿童驱动，理解亲子

对话过程中的情绪冲突的形成机制和对话结局的预测因素，并指导亲子沟通相关教育实践与干预

的制定。 

当前，关于亲子间实时双向作用的实证证据主要集中于母婴互动领域(Beebe et al., 2016; 

Markova et al., 2019)。一项聚焦 2~4 岁幼儿亲子互动的研究发现，儿童消极反应与父母宽松管教之

间存在儿童驱动效应(即儿童消极反应水平的增加预示了后一时间间隔内父母更高水平的宽松教

养)，而与父母严厉管教之间发现了父母驱动效应(即父母严厉教养水平的增加预示了后一时间间隔

内儿童更高水平的消极反应; Del Vecchio & Rhoades, 2010)。Ravindran 等人(2019)聚焦学步儿童和

母亲的互动过程，发现儿童厌恶行为与母亲非支持性教养行为之间具有动态的双向关联。然而，

对于 5~6 岁及以上儿童，研究者主要在长期追踪研究中考察亲子行为的双向作用关系(Bauer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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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Combs-Ronto et al., 2009)，目前尚无在亲子微观互动中考察父母驱动或儿童驱动的直接证

据。 

亲子对话是 5~6 岁儿童与父母之间重要且典型的亲子互动形式。该阶段属于儿童早期的最后

一两年，儿童具有与父母、老师和同伴等沟通交流经历，已经能够讨论、解释和回忆过去发生的

事件(Fivush et al., 2006; Nelson, 1998)。5~6 岁是儿童自我控制发展的转折年龄(Tager-Flusberg & 

Sullivan, 2000)，相比年幼儿童，该年龄段的儿童具有更强的自主性(Eisenberg & Morris, 2002)，能

够参与和维持口头对话(Black & Logan, 1995)，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同父母就冲突话题进行

争辩。并且，亲子双方在互动中趋于平等，父母更少指导或控制自己的孩子。 5~6 岁的儿童较 3 岁

儿童会更多地尝试去影响他们的父母，同时也会表露出更少的消极反应(Wilson & Durbin, 2013) ，

在人际互动中开始采用更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陆芳, 陈国鹏, 2007)，而这些积极行为反应可能影响

着父母的教养行为及冲突的解决方式(Nelson et al., 2014)。因此，本研究将探索父母和 5~6 岁学龄

前儿童二元组在对话时不同效价行为的动态关系。 

 

图 1 本研究采用的动态结构方程模型 

 

本研究采用有关情绪事件讨论的亲子对话实验室场景(Reese et al., 2007; Wang & Fivush, 

2005)，聚焦父母的教养行为(非支持性、支持性)和儿童行为反应(积极、消极)因互动引发的波动，

探讨父母–儿童行为间双向作用的动态关系。为了捕捉实时二元互动引发的行为反馈循环，有效区

分个体内与个体间因素，排除不随时间变化的混杂因素的影响，研究采用了动态结构方程模型

(Dynam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DSEM)这一用于处理密集纵向观测数据的多级时间序列分析方

法(Asparouhov et al., 2018; Hamaker et al., 2018; Sokolovic et al., 2021)，如图 1 所示。若研究结果发

现儿童当下时刻行为反应的变化可以预测后一时刻(15s)父母教养行为的变化，则验证儿童驱动效

应；若研究结果发现父母当下时刻教养行为的变化可以预测后一时刻(15s)儿童行为反应变化，则

验证父母驱动效应。15s 的时长被认为既能够连续评估父母和儿童的行为表现，又可以捕捉行为在

实时展开时相对快速的瞬时变化(Ravindran et al., 2022)。此外，为了进一步地回答父母和儿童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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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动中起着主导作用，本研究采用多层线性回归方法探讨父母教养行为和儿童行为反应对冲突

对话解决结局的影响。 

2 方法 

2.1 被试 

 被试来源于一项有关儿童发展与教养的纵向追踪研究，参与家庭招募自浙江省杭州市，并由

家长签署知情同意书。113 个家庭参与(男孩 59 名，年龄为 5.81±0.30 岁)，由主要抚养者(母亲 104

名，父亲 9 名)和儿童在实验室中开展亲子冲突对话。研究已获得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医学

伦理委员会审批。 

根据父母报告的家庭信息，95%参与测验的家庭月收入高于 10000 元(2018 年时，杭州城镇家

庭月收入均值为 13587 元)，81%的主要抚养者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 

2.2 研究程序 

亲子对话任务改编自情绪事件讨论范式(Reese et al., 2007; Wang & Fivush, 2005)。主试向主要

抚养者单独说明任务要求：“待会，请你跟孩子在安静的房间中单独开展 5 分钟左右的对话。选取

一件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你俩存在不一致且不愉快的事件与孩子展开自由讨论，并尝试共同解决

问题。请尽量以真实、自然的方式跟孩子交谈。完成后请你举手示意。”随后，亲子进入房间，主

要抚养者与孩子保持一臂的距离入座，双方开始对话。为保证对话的自然流畅，主试在对话过程

中不在实验房间内且不施加干预。经被试同意，亲子对话全程录像，并进行编码分析。事后分析

发现，亲子之间冲突话题的主题主要涉及生活习惯(55%)、学习习惯(31%)和交往习惯(14%)三个方

面。其中，生活习惯的话题包括“作息不佳”、“动作慢”、“挑食”、“闹脾气”等；学习习惯的话题包

括“上兴趣班”、“作业问题”、“上课不专心”等；交往习惯的话题包括“撒谎”、“和兄弟姐妹有矛

盾”、“打人”等。 

2.3 研究工具 

2.3.1 家庭基本信息 

参与者的父母填写《家庭基本信息调查表》，以收集儿童的性别、年龄、家庭的收入水平、父

母的受教育程度等基本的人口统计学信息。 

2.3.2 行为编码 

2.3.2.1 父母教养行为 

参照前人研究(Eisenberg et al., 1996; Sokolovic et al., 2021)，我们基于行为发生的频次和情绪的

表达，从支持性和非支持性两个维度对冲突对话中的父母教养行为进行编码。支持性教养行为包

括鼓励表达、情感关注等，非支持性教养行为包括控制、惩罚等。为了考察父母教养行为的变

化，本研究采用每 15s 对父母的支持性和非支持性行为分别进行一次 1(未采用任何支持性/非支持

性教养行为，且无积极/消极情绪表达)至 4(采用两种及以上支持性教养行为/非支持性教养行为并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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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积极/消极情绪表达)的评分。两名编码者参与视频编码，对 20%视频进行一致性检验，支持性教

养行为各项指标 Kappa 系数范围为 0.704~1.000，非支持性教养行为各项指标 Kappa 系数范围为

0.741~1.000。 

2.3.2.2 儿童行为反应 

 参照前人研究(陆芳, 陈国鹏, 2007; Stansbury & Sigman, 2000)，我们基于行为发生的频次和情

绪的表达，从积极性和消极性两个维度对冲突对话中的儿童行为反应进行编码。积极调节行为包

括问题解决、坚持等，消极调节行为包括回避、发泄等。为了考察儿童行为反应的变化，本研究

采用每 15s 对儿童的积极性和消极性行为分别进行一次 1(未采用任何积极/消极行为反应，且无积

极/消极情绪表达)至 4(采用两种及以上积极调节行为策略/消极调节行为并伴随积极/消极情绪表达)

的评分。编码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积极行为反应指标平均 Kappa 系数范围为 0.740~1.000，消极

行为反应指标 Kappa 系数范围为 0.830~1.000。 

2.3.3 冲突解决结局编码 

 参照 Recchia 等人(2010)对冲突事件解决结局的分类，我们对亲子对话中每一完整事件进行了

1(冲突话题经忽略、回避等方式，最终未得到解决)至 3(冲突经双方共同协商、达成双方均满意的

解决方案)的评分。冲突解决结局编码一致性 Kappa 系数为 0.770。 

2.4 数据分析 

 113 对亲子的冲突对话平均时长约 6 分钟， 其中 81%的亲子二元组对话时长超过 3 分钟。因

此，本研究采用 Mplus 8.3 软件对 92 对亲子二元组前 3 分钟内 12 个时间段(每 15 秒)构建四个动态

结构方程模型(DSEM)。动态结构方程模型基于贝叶斯估计，采用马尔科夫链蒙特卡罗(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MCMC)算法，将个体内(within-level)与个体间(between-level)两水平区分开，以

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行为反应为结果变量，从而探究两者间的动态关系。 

模型主要包括四个成分。一是均值(mean)，即每个被试在 3 分钟互动过程中的平均行为得分；

二是经自回归得到的被试行为惯性(inertia)，即前后行为的一致性，如 t–1 时刻儿童行为反应与 t 时

刻儿童行为反应的一致性程度；三是交叉滞后(cross-lag)参数，显示了一方前一时刻的行为变化对

另一方当下行为变化的预测程度，如 φ3指标显示 t–1 时刻父母教养行为的变化对儿童 t 时刻行为反

应变化的预测程度；四是新息方差(innovation variance)，作为组内不能用均值、自回归和交叉滞后

的残差参数。本研究聚焦交叉滞后参数结果，以探究儿童行为和父母行为在亲子对话中的作用机

制。 

使用 SPSS 22.0 软件进行父母和儿童行为对冲突对话结局的回归分析。本研究中的 113 对亲子

均遵循了选择冲突话题的要求开展对话，但其中的 49%亲子对开展了 2 个及以上事件的讨论。为

了消除多事件和多个结局的影响，本研究以父母和儿童的行为表现的平均水平为自变量，以每个

对话中第一段事件的结局为因变量展开多层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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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初步分析 

父母教养行为和儿童行为反应的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如表 1 所示。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察

父母支持性教养行为、非支持性教养行为、儿童积极行为反应、消极行为反应是否存在性别差

异。结果表明，女孩比男孩表现出更高的积极行为反应(t = –2.141, p = 0.034, Cohen's d = 0.40)，父

子和母子二元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行为表现差异(ps > 0.057)。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考察儿童年

龄、主要抚养者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与上述研究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儿童年龄与

其积极行为反应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20, p = 0.030)，主要抚养者受教育程度与其支持性教

养行为正相关(r = 0.20, p = 0.036)。因而在后续分析中将儿童性别、年龄和主要抚养者受教育程度

纳入控制变量。 

表 1 父母教养行为和儿童行为反应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M ± SD 1 2 3 

1 支持性教养行为 1.77 ± 0.30    

2 非支持性教养行为 1.37 ± 0.31 
–0.50*** 

(–0.48***) 
  

3 儿童积极行为反应 1.97 ± 0.48 
0.31** 

(0.31**) 

0.09 

(0.10) 
 

4 儿童消极行为反应 1.69 ± 0.36 
–0.17 

(–0.16) 

0.41*** 

(0.42***) 

–0.05 

(0.01) 

注：*** p ＜ 0.001, ** p ＜ 0.01; 括号内的数据为控制儿童性别、年龄和主要抚养者受教育程度后的偏相关

结果。 

 

在构建动态结构方程模型探讨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行为反应的动态关系前，采用配对样本 t 检

验考察父母与儿童的行为特征。 t 检验结果显示父母支持性教养水平显著高于非支持性教养水平(t 

= 8.204, p < 0.001, Cohen's d = 0.77)，儿童积极行为水平显著高于消极行为水平(t = 4.823, p < 0.001, 

Cohen's d = 0.45)。 

3.2 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行为反应的动态关系 

3.2.1 数据平稳性检验 

以 12 个时间节点为时间项变量，分别将父母支持性/非支持性教养行为和儿童积极/消极行为

反应的时间序列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ugmented Dickey-Fuller, ADF)。ADF 测试的结果

显示，92 名被试，4 个主要变量共 368 条时间序列，绝大多数均为平稳时间序列，其中 37 条不稳

定时间序列不纳入后续分析。 

3.2.2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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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12 个时间段上的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行为反应作为结果变量，构建如图 2 所示的四个动态

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构建了随机均值、随机交叉滞后参数、随机新息方差和新息协方差的多元双

变量 VAR(1)模型，以及添加儿童性别、年龄和主要抚养者受教育程度作为协变量的模型。模型结

果显示添加协变量前后模型呈现的效应模式一致。采用异常信息指数(Deviance Information 

Criterion, DIC)进行模型比较(Spiegelhalter et al, 2002)，选用拟合更佳的未添加协变量的多元双变量

VAR(1)模型。模型采用 50000 次迭代和 2 条链，并使用了 10 次迭代的细化(意味着 10 次迭代中只

有 1 次被保存)，最终结果基于 5000 次迭代。踪迹图、自相关图以及潜在尺度缩减因子结果显示，

模型参数估计收敛良好(Hamra et al., 2013)。 

  

图 2a 模型 1：父母支持性教养行为与儿童积极行为反应的 

动态关系 

图 2b 模型 2：父母非支持性教养行为与儿童消极行为反应的 

动态关系 

  

图 2c 模型 3：父母支持性教养行为与儿童消极行为反应的 

动态关系 

图 2d 模型 4：父母非支持性教养行为与儿童积极行为反应的 

动态关系 

图 2 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行为反应的动态关系 

注. *p ＜ 0.05 

  

所有模型在均值、惯性、新息方差结果上均显著。惯性反映了当前行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由

自身前一时刻(15s 之前)的行为预测。四个模型中惯性系数均显著，表明在冲突对话进程中，父母

支持性、非支持性教养行为和儿童积极、消极行为反应均呈现正自相关，这一结果说明双方各自

的行为表现均稳定。 

交叉滞后系数显示，儿童当下时刻的消极行为反应对下一时间段的父母非支持性教养行为存

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父母的教养行为，无论是支持性教养行为还是非支持性教养行为，对

下一时间段的儿童的行为反应均没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表 2 汇总了父母非支持性教养行为与儿童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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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行为动态关系模型(模型 2)的均值、惯性和交叉滞后等参数以及 95%可信区间的非标准化估计结

果。模型 2 第 5000 次迭代的 posterior scale reduction (PSR) 值为 1.047，踪迹图和自相关显示模型拟

合良好。 

模型 2 结果显示，父母非支持性教养行为均值为 1.43，儿童消极行为反应均值为 1.71。考虑到

每个亲子二元组中交叉滞后效应存在差异，研究也考察了 Mplus 提供的标准化结果，即基于每个

被试标准化参数的平均值(Schuurman et al., 2016)。标准化估计结果同非标准化结果一致，显示儿童

当下消极行为反应的增加预测了下一时刻父母非支持性教养行为的增加(β = 0.148, CI = [0.073, 

0.222])，表明学龄前儿童当下时刻消极行为反应的变化对后一时刻父母的非支持性教养行为变化的

预测普遍而稳定。 

表 2 模型 2 均值、惯性和交叉滞后等参数以及 95%可信区间的非标准化估计 

  固定效应 

均值 

父母教养 μ1 
1.432* 

[1.339, 1.532] 

儿童反应 μ2 
1.709* 

[1.608, 1.815] 

惯性 

父母教养 φ1 
0.144* 

[0.040, 0.250] 

儿童反应 φ2 
0.136* 

[0.027, 0.246] 

交叉滞后 

父母对儿童 φ3 
–0.028 

[–0.148, 0.103] 

儿童对父母 φ4 
0.118* 

[0.034, 0.202] 

新息方差 

Log(父母) 
–1.795* 

[–2.123, –1.506] 

Log(儿童) 
–1.137* 

[–1.344, –0.933] 

Log(共同) 
–2.979* 

[–3.511, –2.458] 

注. 由于 DSEM 基于贝叶斯方法，产生单侧 p 值用于参数估计。为了便于解释，报告了 95%置信区间(CI)。 

*p ＜0.05, 95% CI 不包括 0。 

 

3.3 父母教养行为与儿童行为反应对冲突解决结局的影响 

使用相关分析探讨父母和儿童行为对冲突解决结局的影响。在控制儿童的性别、年龄和主要

抚养者受教育程度后，儿童的积极行为反应与冲突解决结局存在显著正相关(r = 0.36, p < 0.001)，

其消极行为反应与冲突解决结局存在显著负相关(r = –0.23, p = 0.018)。这表明，儿童表现出积极的

行为反应时，冲突更有可能被建设性地解决，反之，当儿童表现出消极的行为反应时，冲突难以

得到解决。父母的教养行为，无论是支持性还是非支持性的，与冲突解决结局均不存在显著相关(r 

= 0.16, p = 0.096; r = –0.16, p = 0.104)。 

以每个亲子对完整开展的第一件事件的对话结局为因变量，进行多层回归分析。第一步，将

儿童性别、主要抚养者受教育程度控制变量纳入回归方程；第二步将父母支持性、非支持性教养

行为和儿童积极、消极行为反应纳入回归方程。多层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4)表明，儿童性别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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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解决的结局有显著影响。相较于男孩(M = 1.76, SD = 0.86)，女孩所在的亲子对能够更好地解决冲

突(M = 2.24, SD = 0.82)。此外，儿童的积极行为反应对冲突解决结局存在显著的预测作用。上述结

果与初步分析中女孩比男孩表现出更高的积极行为反应(t = –2.141, p = 0.034, Cohen's d = 0.40)一

致。在分析中未发现儿童年龄及主要抚养者受教育程度对冲突解决结局的影响。 

表 4 儿童行为反应、父母教养行为对冲突解决结局的回归分析 

预测变量 B β t F R2 

第一步(enter)    3.215* 0.08 

儿童年龄 –0.18 –0.06 –0.70   

儿童性别 –0.46 –0.27 –2.89**   

主要抚养者受教育程度 –0.04 0.04 –0.42   

第二步(enter)    5.305*** 0.26 

儿童年龄 –0.00 –0.00 0.02   

儿童性别 –0.31 –0.18 –2.09*   

主要抚养者受教育程度 –0.02 0.02 –0.26   

父母支持性教养行为 –0.17 –0.06 –0.55   

父母非支持性教养行为 –0.42 –0.15 –1.34   

儿童积极行为反应 0.72 0.40 4.10***   

儿童消极行为反应 –0.39 –0.16 –1.73   

注. ***p < 0.001, **p < 0.01, *p < 0.05 

 

4 讨论 

5~6 岁学龄前儿童正处于从家庭环境逐步过渡到家庭、学校、社会多重环境的阶段。这一阶段

的家庭系统主要通过亲子互动影响儿童社会性发展(Combrinck-Graham, 1990; McDonald, 1980)。本

研究以日常冲突对话情境为窗口，考察亲子互动过程中的父母驱动效应和儿童驱动效应。研究采

用多级建模方法，探讨在微观连贯时间序列下，父母支持性和非支持性教养行为与儿童积极与消

极行为反应的动态关系，以及亲子各自的行为对冲突解决结局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儿童的消

极行为反应能够正向预测后一时刻父母的非支持性教养行为，而儿童的积极行为水平正向预测冲

突解决结局。这些结果均支持了更强的儿童驱动效应。 

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并非被动的，而是会通过自身行为或特征影响到父母的教养行为。这与

以往追踪研究所考察的长期效应结果一致。儿童反社会行为会引发父母更高水平的消极情绪和更

低情感支持(Duncombe et al., 2012; Larsson et al., 2008)，而儿童的不服从行为和破坏性行为可以预

测父母的非支持性教养行为(Combs-Ronto et al., 2009; Plamondon et al., 2018)。本研究在微观层面验

证了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的主动作用，表明儿童驱动的效应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发生—

—既在数月甚至数年内(Yan et al., 2021)，也发生在实时互动进程中。这一结果支持了动态交易模型

(Sameroff & Machenzie, 2003)，即儿童与周围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是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的，并且

C
h

in
aX

iv
:2

02
40

3.
00

42
0v

1
ChinaXiv



10 

儿童可以影响父母的行为反应。 

学龄前儿童消极行为反应的增加预测父母下一时刻的非支持性教养行为水平的增加，而并不

影响后一时刻的支持性教养行为水平。可能的原因是，相比于年幼儿童，5~6 岁学龄前儿童的社会

认知能力迅速发展，自我意识崛起，开始对父母的控制表现出更多的不服从行为(Kuczynski & 

Kochanska, 1990)。面对儿童在对话中表现出的不服从或消极情绪，父母会产生失控感，倾向于批

评儿童的态度不佳(Dix & Reinhold, 1991)。这种回应可能是父母试图恢复对情境的掌控，以及尝试

引导儿童行为的表现。Ravindran 等人(2019)在延迟满足游戏互动情境中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儿

童消极行为反应(例如消极情绪，破坏性行为)的增加预测了后一时刻母亲非支持性教养行为的增

加。关于本研究中儿童消极行为反应并未对父母支持性教养行为水平产生影响这一结果，可能是

因为父母对年幼儿童还是以舒适照料为主，保持着稳定的支持性教养行为水平(Dallaire & Weinraub, 

2005)。除此之外，父母的支持性教养行为可能更多地受到他们的教养风格和价值观的影响， Ding

等人(2020)的研究提出，父母表露的敏感性更像是一种稳定的特征，经历更少的波动。 

本研究未发现 5~6 岁儿童的积极行为反应对父母教养行为的预测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冲突

讨论中，父母更易关注儿童表现出的消极行为反应而非积极行为反应。在我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

中，父母背负着“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具备管教儿童的义务(Lin & Fu, 1990; Luo et al., 

2013)。儿童的消极行为反应往往与规则违反、危险或问题行为相关联(Lonigan et al., 2017)，因此

更容易被父母察觉。 

在冲突解决上，儿童积极行为反应具有决定性作用。儿童的积极行为反应包括问题解决、坚

持表达自身观点、注意调节等，这些反应有助于建立积极的沟通氛围(Barbato et al., 2003)，促进冲

突的有效解决。Nelson 等人(2014)发现，当儿童给出更多建设性的意见时，冲突更有可能以协商而

不是僵持或一输一赢(win–loss)的方式解决。对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表现出积极行为反应的儿

童可能拥有更强的调节和适应能力，因此能够很好地解决冲突。先前研究也发现，当儿童采用注

意力转移等方式及时调节自身消极情绪，尝试通过协商去整合双方目标，冲突才能更好地解决

(Stein & Albro, 2001)。此外，研究并没有发现儿童消极行为反应对冲突解决的负向影响，这一效应

可能较弱或被积极行为的效应所遮掩。 

相比儿童驱动效应，本研究并未发现微观互动进程中的父母驱动效应。无论是支持性还是非

支持性教养行为，均不会对后一时刻儿童的行为反应起到预测作用，并且父母的教养行为水平对

冲突解决结局不存在预测作用。这与以往追踪研究中的长期效应结果并不一致。以往研究认为，

在亲子冲突中，权力是不对等的，父母通常占据主导地位，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知识或更高的社

会权力；而儿童被视为社会技能与价值观念的接收者(Perlman et al., 2000; Recchia et al., 2010)。本

研究结果说明，探讨父母教养行为对儿童行为反应的影响需要考虑时间尺度。儿童行为，尤其是

外化问题行为，更有可能在短期时间框架内影响父母教养行为(Fite et al., 2006; Verhoeven et al., 

2010)。相较于跨时间点的作用关系，儿童行为在实时亲子交互中存在更大影响(Plamondon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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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Sulik et al., 2015)。同时，儿童可能不会立即从父母教养行为的瞬时变化中受到影响，但通过

与父母持续交互的经历累积，儿童的行为反应模式和水平会有所变化，即父母可能会在数月乃至

数年后对儿童行为产生影响。未来研究需要采用不同时间尺度的设计来进一步探讨该问题。此

外，父母教养行为不仅会引起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如本研究中观察到的发泄行为)，也可能会引发

内化问题行为，如焦虑、退缩等表现，但这些内化问题在短期的亲子互动中很难被直观观测到。

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引入生理指标(例如迷走神经张力)等对儿童的生理唤起(Beauchaine, 2012; 

West et al., 2021)进行监测。另外，本研究未发现父母支持性教养行为与儿童行为反应之间的实时

双向联系，可能是这种动态关系更有可能出现在低压力、放松的环境中(例如，玩耍或共同解决问

题; Ravindran et al., 2019)。 

综上所述，本研究关注了亲子对话的进程与冲突解决的结局，发现了儿童消极行为反应与儿

童积极行为反应的不同作用。儿童在对话进程中表现出的不服从或消极情绪是亲子之间不良沟通

的“导火索”，会引发父母的失控感。这一结果提示，在日常家庭互动中，父母应当警惕自身在应

对孩子消极反应时的非支持教养行为，相互对抗无助于亲子沟通，甚至可能会伤害亲子关系。尽

管儿童在 5 岁之后仍然保留了消极的、无需付出意志努力的行为反应方式(陆芳, 2004)，但一旦儿

童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如问题解决)，则能建设性地解决冲突。因此，父母可以采用鼓励和强

化积极行为的策略，例如建立奖励制度、给予积极反馈等，以更好地促进孩子积极行为的发展和

良好的亲子沟通。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尽管本研究选取的 5~6 岁儿童被试已有与老师、父母、

同伴沟通的丰富经验，但研究设计未能控制儿童自身语言发展水平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考虑

控制个体语言发展等差异，以增强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其次，本研究的亲子对话任务在实验室环

境下开展。虽然我们让父母尽可能自然地与孩子对话，但作为被观察者，父母的行为可能会偏离

其日常表现。例如，研究发现，母亲在实验室环境下会比在家庭观察中表现出更多的发声，更高

水平的注意力、反应能力和活动水平(Belsky, 1980; Jaffee et al., 2004)。未来研究可以考虑采集多场

景的对话进行探讨。此外，尽管本研究的亲子对话聚焦亲子日常冲突话题，但具体内容仍可能受

家庭情况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结合家庭教养方式、家长对冲突事件的评估等，以进一步强

化本研究的结论。 

5 结论 

研究采用动态结构方程模型这一多级建模方法，首次在日常冲突对话情境下探讨学龄前儿童

行为反应与父母教养行为之间在个体内水平的动态作用关系，及各自行为对对话解决结局的影

响。结论如下：儿童在 15s 间隔内的消极行为反应的变化能够正向预测随后 15s 父母的非支持性教

养行为，儿童的积极行为反应有助于冲突的建设性解决。该结果揭示了儿童在亲子互动中扮演的

重要角色。与对儿童的消极反应进行控制相比，引导儿童采用积极的行为调节策略更有益于冲突

的建设性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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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s of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5-6-year-old children’s behavioral 

response during a conflict discussion ta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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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College of Educa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is pivotal in children’s education, with both parties actively engaging in 

discussion and influencing each other. These daily interactions are widely acknowledged as significant 

contributors to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outcomes. While existing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examining 

parental effects or bidirectional relations over time, our understanding of child-driven versus parent-driven 

effects in momentary interactions remains limited. Furthermore, considering that children aged 5 and 6 

have gained increased autonomy and self-regulation abilities, it is imperative to examine the dynamic 

processes within parent-preschooler dyads. In the current study, we used dynam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DSEM) to explore the bidirectional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child 

behavioral responses during a conflict discussion task. Our aim i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momentary 

interaction process is primarily driven by parents or by children themselves. 

The study included 113 Chinese parent-child dyads (59 boys, Mage = 5.81 years). During the 

laboratory visit, the parent-child dyads were video-recorded engaging in a conflict discussion. Specifically, 

they were prompted to discuss a negative episode with the potential to lead to conflict in their daily lives. 

Trained observers rated parental supportive behavior, non-supportive behavior, child positive behavior, and 

child negative behavior on 4-point scales in 15-second epochs. Also, observers coded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discussion as compromise, win-loss, or standoff. For data analysis, we employed DSEM with 

Bayesian statistics to assess changes in parental parenting behaviors and child behavioral responses in their 

momentary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discussion task. Further, we conducted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and child behaviors 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discussion.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1) increases in children's negative behavioral responses in a given 15-

second epoch predicted increases in parental non-supportive parenting behavior in the next epoch; (2) 

children's positive behavioral responses primarily predicted the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discussion, with 

higher levels of positive behavior in children contributing to more constructive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current study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child-driven effect in moment-to-moment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highlighting the active role of preschoolers in shaping parent-child interactions. Our 

findings underscore children as proactive agents in their own socialization process and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for parenting practices. Specifically, parents should be mindful of their own non-supportive 

parenting behaviors when responding to their children's negative reactions. To achieve constructive 

conflict resolution, it is crucial for parents to guide their children in developing positive strategies for 

behavioral regulation. Overall, our findings hav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fostering effective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nurturing healthy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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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1 模型均值、惯性和交叉滞后等参数以及 95%可信区间的非标准化估计 

  固定效应 

  模型 1 模型 3 模型 4 

均值 

父母教养 μ1 
1.688* 

[1.610, 1.768] 

1.671* 

[1.596, 1.752] 

1.423* 

[1.328, 1.530] 

儿童反应 μ2 
1.887* 

[1.780, 2.001] 

1.676* 

[1.582, 1.777] 

1.879* 

[1.744, 2.011] 

惯性 

父母教养 φ1 
0.122* 

[0.025, 0.217] 

0.121* 

[0.029, 0.211] 

0.177* 

[0.065, 0.285] 

儿童反应 φ2 
0.125* 

[0.024, 0.223] 

0.159* 

[0.053, 0.261] 

0.127* 

[0.015, 0.239] 

交叉滞后 

父母对儿童 φ3 
0.033 

[–0.082, 0.146] 

0.028 

[–0.066, 0.118] 

–0.028 

[–0.183, 0.119] 

儿童对父母 φ4 
–0.002 

[–0.084, 0.081] 

–0.030 

[–0.118, 0.061] 

–0.016 

[–0.090, 0.057] 

新息方差 

Log(父母) 
–1.426* 

[–1.653, –1.223] 

–1.119* 

[–1.279, –0.967] 

–1.649* 

[–1.963, –1.369] 

Log(儿童) 
–1.004* 

[–1.191, –0.827] 

–1.058* 

[–1.232, –0.889] 

–0.825* 

[–1.008, –0.647] 

Log(共同) 
–2.634* 

[–3.229, –2.157] 

–4.127* 

[–4.720, –3.633] 

–3.432* 

[–4.071, –2.822] 

注. *p＜0.05, 95% CI 不包括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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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材料 

表 1 家长教养行为分类与具体表现 

分类 具体表现 

支持性 

积极情感 爱抚儿童、表露积极情绪 

鼓励表达 让儿童说出他内心的感受、想法 

情感关注 关注儿童流露的情绪并通过安慰、承诺、转移注意等方式帮助其调节 

问题解决 鼓励儿童解决问题，或共同协商问题解决的方式 

非支持性 

消极情感 表露不耐烦、生气等消极情绪 

惩罚 对儿童的言语和行为不满，提出惩罚措施或执行惩罚行为 

忽略 采用转移话题或不理睬的方式应对 

权威控制 忽视儿童意愿，强制提出要求 

 

表 2 儿童行为反应分类与具体表现 

分类 具体表现 

积极 

问题解决 通过协商、讨价还价等方式同父母达成一致的解决方案 

注意力转移 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不引起消极情绪的事物上 

坚持 使用言语坚持或言语拒绝等方式坚持自己的立场，且不具伤害性 

寻求帮助 寻求不在场他人帮助 

消极 

回避 背离或逃离冲突情境 

妥协 退让或接受父母的方案 

发泄 情绪失控，采用肢体或语言攻击 

强制 强势表达自己的意愿且拒绝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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